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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中国社会对欧洲文明的拒斥与接受

吴根友

摘 要  16-18世纪耶稣会传教士来中国传教，同时也带来了部分西方的科学知识。中

国的儒家士人和士大夫群体中，有一部分人激烈反对、拒斥接受这些知识，也有一部分人乐

于学习传教士带来的科学知识，接受并试图融合而后超越西方文化。拒斥的一方，有出于意

识形态立场、政治安全角度考虑的，如《破邪集》的编辑者徐昌治，以及该书中收录的各色人

等，如清初布衣杨光先；也有王夫之这样的大儒，从儒家经学中天文、地理知识的固有立场出

发，批评利玛窦的地圆说和地球与太阳及诸行星的距离说。接受的一方表现出比较多元的

立场，有徐光启的“超胜会通”说、方以智的“坐集千古之智”折衷说，也有以康熙皇帝为代表

的“西学中源”说。“西学中源”说虽然最终不利于中国人虚心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但也包含

着一定的合理的文明交流互鉴思想，即在学习外来文明中的先进内容时，必须保持民族文化

的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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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400年来，中华文明的一大事因缘就是与耶稣会士带来的欧洲基督文明的交流互鉴。在这一过程

中出现的拒斥与接受的复杂现象，恰恰可以为当代世界范围内新一轮的文明交流互鉴，提供富有启迪意

义的经验。为了简化叙事，我们将从拒斥与接受两个大的方面展开近代中国社会对欧洲基督教文明双

重态度的考察。拒斥的一面相对简单，接受的一面则相对复杂，有全面接受的，有部分且是有选择性地

接受的，有接受而试图超越之的。主基调虽是接受，但接受的动机、方式、意图却并不相同。以下我们将

从两个方面、多个侧面来论述这一主题。

一、批判与拒斥——从徐昌治、杨光先到王夫之

就拒斥的一面而言，似可以分为意识形态式的批判与拒斥和知识型、学理型的批判与拒斥。此一部

分，我们选择徐昌治、杨光先、王夫之三人的典型论述作为此一方面的代表观点。

（一） 意识形态式的批判与拒斥

《破邪集》又名《圣朝破邪集》或《皇明圣朝破邪集》，崇祯十二年（1639）初刻于浙江。该书十万余言，

是明末反天主教的主要著作。《破邪集》最早是徐昌治编辑整理的。日本安政乙卯年（1855），源齐昭翻刻

《破邪集》，使该书在学界和社会层面得以广泛流传。

《破邪集》共分八卷，汇集了群臣、诸儒、众僧破邪卫道的著作。其中，一、二卷主要收录了万历四十

四年（1616）沈榷等人发起的南京教案有关记录，包括各种疏文、回咨、会审记录、告示等；也收录了崇祯

七年（1634）福建反天主教事件中的一些告示。这些文献主要指责天主教传教士犯禁入境、暗设邪教、以

大西与大明相抗的现实违法行为，以及其教法中包含有不尊重中国风俗，其历法变乱中国纲维统纪、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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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诳惑百姓、劝人不忠不孝，有蛮夷猾夏之虞、伏戎隐寇等潜在性的祸患。其中所载福建地方政府反天

主教的政治手段，如判定天主教为左道邪教，告示百姓严加防察，如有容隐一体连坐等内容。从中可以

看出，晚明地方政府对来华传教士的处理是极其严苛的。

《破邪集》三至八卷是儒生、佛教徒反教卫道、崇正辟邪的文章汇编。其中，三至六卷主要是儒家反

天主教文章的汇编，包括朝廷官员和民间儒生的反教言论。卷三、卷四两集收录的反天主教的文章中，

比较重要的文章是黄贞的《尊儒亟镜》和许大受的《圣朝佐辟》。按照徐昌治《辟邪题词题解》四条意见之

一、之四的内容来看，晚明反对耶稣会士所传天主教的主要义旨是：维护中华文化正统及其所建构的天

人、人道社会之根本秩序。《辟邪题词题解》之一云，要“立志崇儒宏道”：

余佩服儒教，攻苦有年。盖通昼夜寒暑而行住坐卧于此中，方以未得理道为憾，忍听邪说

乱之也哉？日兢兢焉以一善之得、一隙之明，急为传布嘉与流通。何《帝典》、《王谟》、名臣、烈

士、贞夫、节妇，不一一表章于帙中。迄上古中古，前朝君相，丰功伟业，咸密密褒崇于言外，无

非以大经大法迪人心而开人目，使异说不得乘而中也。［1］（P27）

《辟邪题词题解》之四阐述自己所做之事的意义是：“明大道，肃纪纲，息邪说，放淫词，避异端，尊正

朔”“凡一言一字，可以激发人心，抹杀异类，有补于一时，有功于万世者，靡不急录以梓”。

晚明清初布衣杨光先（1597-1669，字长公，徽州歙县人）的反耶稣会传教士传教活动，以及反对他们

传来的西方文化，在整体立场上与《破邪集》的内容、思想主旨都十分一致。其所著《不得已》集是清初最

重要的反天主教文献。兹引该书《小引》部分的一段文字为证：

世道之不替，赖士大夫以维之。士大夫者，主持世道者也。正三纲，守四维，主持世道者

之事。士大夫既不主持世道，反从而波靡之，导万国为正法邪教之苗裔，而灭我亘古以来之君

亲师，其事至不可已也。举世学人，不敢一加纠政，邪教之力，如此重哉？三光晦，五伦绝矣。

将尽天下之人，胥沦于无父无君也，是尚可以已乎？此而可已，孰不可已？斯光先之所以不得

已也。［1］（P385）

简要地说，杨光先反对耶稣会传教士的主要理由有三点：其一是由造物主说而衍生的一切天人叙

事，与中国固有的精神传统相抵触。他说：

明万历中，西洋人利玛窦与其徒汤若望、罗雅谷，奉其所谓天主教以来中夏。其所事之

像，名曰耶稣，手执一圆象。问为何物，则曰天。问天何以持于耶稣之手，则曰天不能自成其

为天，如万有之不能自成其为万有，必有造之者而后成。天主为万有之初有，其有无元，而为

万有元。超形与声，不落见闻，乃从实无，造成实有，不需材料、器具、时日。先造无量数天神

无形之体，次及造人。其造人也，必先造天地品汇诸物，以为覆载安养之需。故先造天造地造

飞走鳞介种植等类，乃始造人，男女各一，男名亚当，女名厄袜，以为人类之初祖。天为有始，

天主为无始，有始生于无始，故称天主焉。次造天堂，以福事天主者之灵魂；造地狱，以苦不事

天主者之灵魂。人有罪应入地狱者，哀悔于耶稣之前，并祈耶稣之母以转达于天主，即赦其人

之罪，灵魂亦得升于天堂。惟诸佛为魔鬼，在地狱中永不得出。问耶稣为谁，曰即天主。问天

主主宰天地万物者也，何为下生人世？曰天主悯亚当造罪，祸延世世胤裔，许躬自降生，救赎

于五千年中，或遣天神下告，或托前知之口代传。降生在世事迹，预题其端，载之国史。降生

期至，天神报童女玛利亚胎孕天主，玛利亚怡然允从，遂生子，名曰耶稣。故玛利亚为天主之

母，童身尚犹未坏。问耶稣生于何代何时？曰生于汉哀帝元寿二年庚申。噫！荒唐怪诞，亦

至此哉？［1］（P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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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是由耶稣会士传来的以天主为造物主的神学伦理对中华固有的伦理、生活秩序构成严重的冲

突。他说：

凡此皆称上帝以尊天也，非天自天，而上帝自上帝也。读书者毋以辞害意焉。今谓天为

上帝之役使，不识古先圣人何以称人君为天子，而以役使之贱，比之为君之父哉？以父人君之

天，为役使之贱，无怪乎令皈其教者，必毁天地君亲师之牌位，而不供奉也。不尊天地，以其无

头腹、手足，踏践污秽而践之也；不尊君以其为役使者之子而轻之也；不尊亲以耶稣之无父也。

天地君亲尚如此，又何有于师哉？此宣圣木主之所以遭其毁也。乾坤俱汩，五伦尽废，非天主

教之圣人学问，断不至此。［1］（P399）

其三是指责耶稣会传教士有现实政治上的不轨之图谋，威胁大清帝国的政治安全。他说：

若望之流开堂于江宁、钱塘、闽、粤，实繁有徒，呼朋引类，往来海上。天下之人，知爱其器

具之精工，而忽其私越之干禁，是爱虎豹之文皮，而豢之卧榻之内，忘其能噬人矣。

夫国之有封疆，关之有盘诘，所以防外伺，杜内泄也，无国不然。今禁令不立，而西洋人之

集中夏者，行不知其遵水遵陆，止不知其所作所为。惟以精工奇巧之器，鼓动士大夫；天堂地

狱之说，煽惑我愚民。凡皈之者，必令粘一十字架于门上，安知其非左道之暗号乎？世方以其

器之精巧而爱之，吾政以其器之精巧而惧之也。输之攻，墨之守，岂拙人之所能哉？非我族

类，其心必殊，不谋为不轨于彼国，我亦不可弛其防范，况曾为不轨于彼国乎。兹满汉一家，蒙

古国戚出入关隘，犹凭符信以行，而西洋人之往来，反得自如而无讥察，吾不敢以为政体之是

也。［1］（P400-401）

对杨光先这样激进的拒斥派人物，在后来的历史过程中不断有同情者，清代历史学家钱大昕应当是

比较理性、强调实事求是的学者。但72岁的钱大昕在《不得已》集的“跋语一”中说道：

向闻吾友戴东原说：“欧罗巴人以重价购此书即焚毁之，欲灭其迹也。”今始于吴门黄氏学

耕堂见之。杨君于步算非专家，又无有力助之者，故终为彼所诎。然其诋耶稣异教，禁人传

习，不可谓无功于名教者矣。［1］（P453）

道光年间，元和人钱绮在跋语四中还是高度称赞了杨光先辟异教的功劳。他说道：

然而天主教之不敢大行，中国之民不至公然习天主教，而尽为无父无君之禽兽者，皆杨公

之力也。正人心，息邪说，遏乱萌，实为本朝第一有识有胆人。其书亦为第一有功名教，有功

圣学，有功国家之书。西人既复用，以重价购其书焚毁殆尽。［1］（P456）

以上均是从意识形态和政治安全的角度提出的批评，此类文献甚多，不再一一引证。

（二） 知识型学理型的批评

除杨光先这种比较系统地批判耶稣会传来的西方学术、宗教文化的人物之外，还有一些零星的批评

与拒斥。王夫之在《思问录外篇》中，有三处批评利玛窦传来的天文学知识，尤其是对其提出的“地圆说”

提出了比较系统的批评①。王夫之认为，利玛窦到中国之后，接着中国的“浑天说”理论讲“地球是圆的”

的观点是错误的。他说：

① 尽管王夫之并不完全拒斥耶稣会士传来的西学，但在上述问题方面的确是持批评意见的。为方便言说，笔者将《思问录外篇》的文字编成若干

条，共有77条，其批评的文字集中体现在62、6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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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至中国而闻其说（指浑天说），执滞而不得其语外之意，遂谓地形之果如弹丸，因以

其小慧附会之，而为地球之象。人不能立乎地外以全见地，则言出而无与为辨。乃就玛窦之

言质之，其云地周围尽于九万里，则非有穷大而不可测者矣。今使有至圆之山于此，绕行其六

七分之一，则亦可以见其迤逦而圆矣。而自沙漠以至于交趾，自辽左以至于葱岭，盖不但九万

里六七分之一也，其或平或陂或洼或凸，其圆也安在？而每当久旱日入之后，则有赤光间青气

数股自西而迄乎天中，盖西极之地，山之或高或下，地之或侈出或缺入者为之。则地之欹斜不

齐，高下广衍，无一定之形，审矣。而玛窦如目击而掌玩之，规两仪为一丸，何其陋也！［2］

（P459）

第63条又说：

且使果如玛窦之说，地体圆如弹丸，则人处至圆之上，无所往而不踞其绝顶，其所远望之

天体，可见之分必得其三分之二，则所差之广狭莫可依据，而奈何分一半以为见分，因之以起

数哉！［2］（P459-460）

又说：

玛窦身处大地之中，目力亦与人同，乃倚一远镜之技，死算大地为九万里，使中国有人焉

如子瞻、元泽者，曾不足以当其一笑，而百年以来，无有能窥其狂騃者，可叹也。［2］（P460）

上述，王夫之紧扣利玛窦“地圆说”而从当时人们关于地球的常识角度来批评利玛窦的观点，从今人

的角度看是缺乏科学根据的，而且也是无力的。但与徐昌治、杨光先等人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批评耶稣会

士传来的宗教及相关的地球知识，其出发点还是颇不相同的。不过，在王夫之这一知识型、学理型的批

评背后，也蕴涵着某些价值的诉求，因为中国的经学传统以及作为公共知识的“天圆地方说”，是中国人

诸多秩序观念和价值观念的根基。王夫之始终抓住利玛窦的“地圆说”不放反复予以批评，应该说还是

非常隐晦地表达了某种价值诉求，尽管他并不是全面地反对西来之学。

要而言之，耶稣会传教士传来的天主教宗教知识、信仰，以及为辅助传教工作而传来的西方科学知

识，特别是天文、历法、数学等知识，在明末清初还是遭到很多儒家士人的批评与拒斥，其中有的批评是

偏激中包含着一定的合理价值诉求，但有些批评，特别是针对耶稣会传教士传来的天文、地理知识的批

评，则显得相对无力，进而表现出儒家经学正统思想拒绝新知的不足。但是，晚明社会对西来的新文化、

新知识并非全是批评与拒斥，其主流反而表现为接受和吸收，并努力对之加以改造，使其成为中华文化

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点恰恰是我们今天应该正视并努力学习的地方。

二、接受的一方面——从徐光启到康熙以及部分乾嘉学者

面对西来耶稣会士传来的各种知识，对近代中国社会进行全面考察，会发现有拒斥的，也有接受的。

拒斥的主要是其中的宗教伦理思想，接受的主要是其中的科学知识。即使是接受西来的科学知识，不同

人的态度也不是完全相同的。下面从三个侧面略述接受派当中主要不同的观点。

（一） 欲求超胜，必须会通——徐光启式的接受

首先要提及的人物当然是徐光启。他与利玛窦合译了《几何原本》，与毕方济合译了《灵言蠡勺》。

在对待耶稣会传教士带来的西学知识，徐光启整体上是采取接受的态度。在《几何原本序》（万历三十五

年，1607）中，徐光启扼要地介绍了利玛窦的学问规模与结构，说道：

顾惟先生之学，略有三种：大者修身事天，小者格物穷理；物理之一端别为象数，一一皆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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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典要，洞无可疑，其分解擘析，亦能使人无疑。［3］（P75）

显然，徐光启此时还是用中国古有的象数之学来理解利玛窦带来的数学、特别是几何学数学知识。

不过，对《几何原本》一书的重要性，经利氏的解释后，徐光启还是有明确认识的。他的序文这样说道：

《几何原本》者度数之宗，所以穷方圆平直之情，尽规矩准绳之用也。利先生从少年时，论

道之暇，留意艺学。且此业在彼中所谓师傅曹习者，其师丁氏，又绝代名家也，以故极精其说。

而与不侫游久，讲谭余晷，时时及之，因请其象数诸书，更以华文。独谓此书未译，则他书俱不

可得论，遂共翻其要。约六卷。［3］（P75）

在此序文中，徐光启介绍翻译此书的缘由之后高度评价此书的价值，称之为：

盖不用为用，众用所基，真可谓万象之形囿，百家之学海，虽实未竟，然以当他书、既可得

而论矣。［3］（P75）

而且徐光启还说：“私心自谓，不意古学废绝二千年后，顿获补缀唐、虞三代之阙典遗义，其裨益当

世，定复不小。因偕二三同志，刻而传之。”［3］（P75）这是徐光启以西来之学“补吾儒之学”的一种早期表

达。其中也暗含一种思想，即这些数学知识是中国古学废绝之后的学问。原来我中华的典籍中也有类

似之书，翻译此书可补中华学术之“阙典遗义”。徐光启的这些说法表明，当时的士大夫对中华文化与文

明的自信心还是十分强烈的。

5年之后，徐光启在《泰西水法序》一文中明确提出以西学“补儒易佛”的主张。对泰西之学及其学

人，徐光启给予了全面的肯定性评价，而且还非常细腻地揭示了传教士们在传西学与传天主教教义二者

之间的矛盾心态。在文明交流互鉴史上，徐氏此序文还触及了文明传播主体身份性的尴尬问题。下面

引出此序的两段文献，并附以简略的分析：

泰西诸君子、以茂德上才，利宾于国。其始至也，人人共叹异之；及骤与之言，久与之处，

无不意消而中悦服者。其实心、实行、实学，诚信于士大夫也。其谈道也，以践形尽性，钦若上

帝为宗。所教戒者、人人可共由，一轨于至公至正，而归极于“惠迪吉，从逆凶”之旨，以分趋避

之路。余尝谓其教必可以补儒易佛，而其绪余更有一种格物穷理之学，凡世间世外，万事万物

之理，叩之无不河悬响答，丝分理解；退而思之，穷年累月，愈见其说之必然而不可易也。格物

穷理之中，又复旁出一种象数之学。象数之学，大者为历法，为律吕；至其他有形有质之物，有

度有数之事，无不赖以为用，用之无不尽巧极妙者。［3］（P66）

上述一段文献，可以说是全面肯定了耶稣会传教士带来的学术以及传教士的高尚人格。与本文第

一部分所引杨光先的严厉批评形成一种全面的、巨大的反差。同是这篇序文，在接下来的一段文字里却

揭示了传教士在传授西方学术、科学知识与传教之间的矛盾心态，恰恰比较含蓄地传达出了另一层含

义，即耶稣会传教士向中国传授知识的行为是服务于传教工作的，如果传教的工作目标没有实现，而仅

仅是传授了西方的知识或科学知识，他们的传教工作就是失败的。这似乎表明：文明交流互鉴过程中的

价值观优先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影响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活动的。下文的描述是细腻而真实的，值

得当代学人认真琢磨。徐光启在利玛窦逝世后会见熊三拔，所见的情形是：

间以请于熊先生，唯唯者久之，察其心神，殆无吝色也，而顾有怍色。余因私揣焉：无吝色

者、诸君子讲学论道，所求者，亡非福国庇民，矧兹土苴以为人，岂不视犹敝屐哉！有怍色者、

深恐此法盛传，天下后世见视以公输墨翟，即非其数万里东来，捐顶踵，冒危难，牖世兼善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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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3］（P67）

徐光启又把自己的私下揣摩之意以另一种开解的方式告之熊先生，说道：

人富而仁义附焉，或东西之能理也。道之精微，拯人之神；事理粗迹，拯人之形，并说之，

并传之，以俟知者，不亦可乎？……且窥豹者得一斑，相剑者见若狐甲知钝利，因小识大，智者

视之，又何遽非维德之隅也！先生复唯唯。［3］（P67）

上文两处提及熊三拔对翻译、传播西方技术性知识时的态度“唯唯”，表明传教士的传教使命影响了

他们向中国士大夫传授技术知识的热情。这从主观态度上可以看出，耶稣会传教士作为第一批中欧文

明交流互鉴的使者，有着主体的内在局限。他们的使命是传教，传授知识仅仅是为传教服务的。

不过，作为当时中国极富远见又有深刻思想洞见的徐光启，虚心揣摩熊三拔等人对传授西技的保留

态度，还有更深一层的哲学考虑，即他们可能担心，人们会因为技术之便利、获利之充盈而走向淫逸的生

活，忘记了为善之本心与本性。这一层次的揣测可谓深谋远虑，也可以说是儒家士大夫“义利之辩”的思

想前见对熊氏等传教士心态的解读。

然而有两言焉，尝试虚心揣之：西方诸君子而犹世局中人也，是者种种有用之学，不乃其

秘密家珍乎？亟请之，往往无吝色而有怍色，斯足以窥其人矣。抑人情劳则思，佚则忘善，此

器也而为世用，谁则不佚，倘弗思而忘善乎？不乃阶之为厉矣。余愿用兹器者，相与共默计

之，先生之所为蹙然而色怍也，将无或出于此？［3］（P68）

上文“无吝色”三字表明传教士并不是舍不得传授这些知识，“有怍色”三字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知

识是末技，信仰天主才是得道。对于中国人不信天主，却对末技感兴趣，传教士们自觉愧对天主而未能

实现传教之使命，却传授了末技，这些末技可以给人带来更多的利益，因而极有可能让人性变坏。故从

徐光启的理解角度看，这是熊三拔等人于传授技术类知识无吝色而有怍色的一种极为深入的“灵魂式阅

读”或曰“灵魂式理解”。

可见，徐光启接受传教士传来的西学是深藏着宏阔的文化理想的，即最终要让中华文明超胜西方文

明。在《历书总目表》一文中，徐光启劝说崇祯皇帝，要求组织人力去翻译西学的历算之书，同时道出了

自己的文化理想：“臣等愚心，以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4］（P374）如何克服语言的

障碍，让西学知识变成中国人能懂的语言，即使在今天的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仍然是一件极其重要的

事情。

（二） “坐集千古之智”而“折衷其间”——方以智式的接受

在晚明四大思想家当中，方以智与当时西来之学的人士接触最多，对西学了解得也最多。据今人的

研究成果来看，方以智曾经与意大利传教士毕今梁（今译毕方济）有比较多的交往。在《膝寓信笔》中有

记载：

西儒利玛窦泛重溟，入中国，读中国之书，最服孔子。其国有六种学，事天主，通历算，多

奇器，智巧过人，著书曰《天学初亟》，余读之多所不解。幼随家君长溪见熊公，《则草》谈此事。

顷南中有今梁毕公，诣之，问历算奇器，不肯详言，问事天则喜。盖以《七克》为理学者也。［5］

（P502）

方以智在音韵学方面似亦受到西学的影响。在《膝寓信笔》中有记载：

今日得《西儒耳目资》，是金尼阁所著。字父十五，母五十，有甚、次、中三标，清浊、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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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五转，是可以证明吾之等切。［5］（P494）

在《物理小识》中，方以智介绍了传教士带来的《职方外记》一书，并在讨论水性的问题时提到了“外

记”一书中介绍的各种水性，如死海：“度尔格有一海，味咸性凝，不生波浪，而皆不沉不生水族，命曰死

海。”①［6］（P126）在《物理小识自序》中，方以智对当时西来之学的整体性评价是：

万历年间，远西学入，详于质测而拙于言通几。然智士推之，彼之质测犹未备也。［6］（P96）

接下来，他又认为中国圣人创造的《易》则二者兼备，显然对西来之学表现出某种不以为然的态度：

儒者守宰理而已，圣人通神明，类万物，藏之于《易》。呼吸图策，端几至精，历律医占，皆

可引触，学者几能研极之乎？［6］（P96）

在关于“开辟纪元”的问题上，方以智也不相信西来的说法，“太西曰：‘开辟至伏羲元年甲辰，一千七

百四十年。’彼以一树证之，安知此树何年生乎？”其结论是：有关“数之天符”的问题，“必以西言为征，则

一会之说耳”［6］（P148）。此文献中的“一会之说”，当是指邵雍“元会运世”中的“一会”所具有的时间

长度。

方以智在《物理小识·地类》部分，引太西洪水的故事以证明历史处在“一会”的开端之际，普遍性地

会出现水灾现象：

一元中之一会，其始亦有水厄。太西言洪水时，亚你墨尼亚为甚，猛雨四旬，地面全没，此

遗诺戹数人。考其时，当帝喾之八年壬辰云。中国洪水在尧时，是一征也。［6］（P169）

尽管方以智对西来之学抱着审慎的态度，但在整体上还是抱着学习的态度。所以，在他的不同著作

中反复地说“以远西为郯子”。如在《物理小识缘起》中说：

适以远西为郯子，足以证明大禹、周公之法，而更精求其故，积变以考之。士生今日，收千

世之慧，而折中会决，又乌可不自幸乎！［6］（P97）

在《物理小识总论》中又说：“智每因邵蔡为嚆矢，征《河》《洛》之通符，借远西为郯子，申禹周之矩

积。”［6］（P101）在晚年为游子六《天经或问》一书作序时亦说太西之学“资为郯子，不亦可乎”［7］（P63）。

面对耶稣会传教士传来的“四行”说如何与五行说相兼容？方以智给出了他的回答：

问：“中国言五行，太西言四行，将何决耶？”愚者曰：岂惟异域，邵子尝言水、火、土、石而略

金、木矣。地藏水、火，分柔土、刚土为土、石也。朱隐老曰：“四为体，五为用。金、石同体，言

金而石隐矣。”……《楞严》七大，地、水、火、风、空、见、识也。地、水、火、风、之四大，犹之水、

火、土、气也。……若欲会通，正当合二求一，而后知一在二中，谓之二即是一，谓之不二不一，

谓之三两，谓之九六，谓之七八，谓之四五，谓之五六，无不可者，且请学《易》。［6］（P123-124）

在方以智的易学辩证法思想框架中，欧洲西来的“四行”说很轻而易举地与中国固有的“五行”说相

协调了。

虽然，在方以智的思想中没有非常突出、鲜明的“西学中源”说，但也有与此学说在谱系上相类似的

“西学中有”说和“泝其源同，则归于《易》”［8］（P397）的说法。另在《参两说》一文中，他又再一次地说泰西

与中国古代的数学皆“全本于《易》”：

① 关于死海，《物理小识》卷二又有提及［6］（P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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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尝借泰西为问郯，豁然表法，反复卦策，知周公、商高之方圆积矩，全本于《易》。因悟天

地间，无非参两也。［9］（P470-471）

而对利玛窦传来的“地圆”新说，方以智认为中国古代也有类似之说。他说：

天圆地方，言其德也。地体实圆，在天之中，喻如脬豆。脬豆者，以豆入脬，吹气鼓之，则

豆正居其中央。或谓此远西之说。愚者曰：黄帝问岐伯：“地为下乎？”岐伯曰：“地，人之下、天

之中也。”帝曰：“凭乎？”曰：“大气举之。”邵子、朱子皆明地形浮空，兀然不坠，以世无平子、冲

之、一行、康节诸公耳。孔子曰：“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世士不考，相传地浮水上，天包

水外，谬矣。①［6］（P133-134）

在此一段文献里，方以智提到了徐光启奏立历局，编《崇祯历书》之事，并说他父亲还作过《崇祯历书

约》。又用小字介绍了他的学生揭暄与其子中通一起讨论地圆的问题，结论是认可地圆说（虽然还是推

论而不是实测）。

晚年为游子六《天经或问》作序时，方以智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质测”与“通几”之学互用、中学资

借西学，然后折中之以资将来的宏伟学术理想：

《天经或问》，建阳游子六所约以答客者也。概言历象，取泰西之质测，以折中世俗之疑

……读吾三世之《易》，反复《鼎薪》，致书见问。愚者答之曰：神无方，而象数其端几也。准固

神之所为也，勿以质测坏通几而昧其中理，勿以通几坏质测而荒其实事……万历之时，中土化

洽，太西儒来，脬豆合图，其理顿显 . 胶常见者，骇以为异，不知其皆圣人之所已言也。特其器

数甚精，而于通几之理命词颇拙，故执虚者辟之。子曰：“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资

为郯子，不亦可乎？……太西之说，本不自一……积数千年圣贤之智而我生其后，何不可资以

决之而遗诸将来耶？［7］（P62-63）

与王夫之类似，方以智也讨论了利玛窦传来的地球周长与径长的知识，甚至还讨论了利玛窦传来的

关于地球与太阳、木、土、火、金、水六“经星”距离等问题，其结论是不相信利玛窦传来的知识，理由是：

“西学不一家，各以术取捷算，于理尚膜，讵可据乎？”②［6］（P142）

方以智有非常宏阔的学术抱负。在其早年著作《通雅》卷首一《考古通说》一条，他说道：“古今以智

相积，而我生其后，考古所以决今，然不可泥古也。”［10］（P1）“生今之世，承诸圣之表章，经群英之辩难，我

得以坐集千古之智，折中其间，岂不幸乎！”［10］（P2）在《膝寓信笔》中，方以智以另一种方式表达了这样的

“折中”理想：

舒章言乐事莫过于好友同读书。愚者若得世资，当建草堂，养天下之贤才，删古今之书，

而统类之经解、性理、物理、文章、经济、小学、方技、律历、医药之故，各用其所长，各精其极致，

编其要而详其事，百卷可举。③［5］（P501）

由上所引的文献可知，方以智面对耶稣会传教士传来的西学，既有吸收，也有分析、批判，在整体上

则表现为折衷式的接受。其对待西学的态度与徐光启颇为接近，但就其对西学的了解深度而言，似不及

徐光启。

① 《物理小识》提到了“西国近以望远镜测太白，则有时晦，有时光满，有时为上下弦”之事件［5］（P135）。

② 此段文献还介绍了方以智与其学生揭暄、其子中通讨论“光肥影瘦”的光学问题。

③ 此段引文“删古今之书而统类之”一句的句读与原文不同。引者以为这样句读更好。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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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西学中源”说——康熙皇帝式的接受及其影响

据现代学人研究的结论来看，康熙于1703年写出《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一文，该文可以视为“西学

中源”说的正面主张。后经当时一些士人的推广，特别是安徽宣城布衣算家梅文鼎的推阐，此说在士人

中广为流传。乾嘉时期的经学家戴震、史学家钱大昕以及乾嘉学术的殿军阮元，都反复阐述“西学中源”

说。《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的原文比较长，不宜全部引用，仅引其中一段如下：

孟子曰：规矩，方圆之至；圣人，人伦之至。益见规矩方圆乃数学之根本，太极两仪之变化

也。三代以上，人心尚实，有学必精，所以考定日月之盈缩、七政之参差、鸟兽草木之应候，又

以闰月定四时，庶绩咸熙者，岂偶然哉？……论者以古法今法之不同，深不知历。历原出自中

国，传及于极西，西人守之不失，测量不已，岁岁增修，所以得其差分之疏密，非有他术也。其

名色条目虽有不同，实无关于历，原所系于岁修察考之密，方圆众角之推算，测量经纬之离合。

则历法行之千年，何弊之有？［11］（P1-2）

上述康熙的说法，其核心思想在于：历法的发源在中国，西方人的历法之所以表现得更优秀，主要原

因是他们“守之不失，测量不已，岁岁增修”，没有什么了不起。作为政治人物，康熙的这一说法，无非是

要表现政治和文化上的自信，并非完全合乎历法在世界文明史中实际发展的历程。但由于他是皇帝，再

加上康熙朝的文治力量很强，有多起文字狱，读书人也不敢公开与皇帝的观点对抗。因此，康熙之后，这

一“历原出中国”的具体论说就逐渐变成算术、数学等其他方面的科学知识，也源自中国的广义的“西学

中源”说。戴震在其早年（1754）的书信《与是仲明论学书》中，也含蓄地表达了这个意思。他说：

中土测天用句股，今西人易三角、八线，其三角即句股，八线即缀术。然而三角之法穷，必

以句股御之，用知句股者，法之尽备，名之至当也。［12］（P371）

此时，戴震还是自学青年，其数学和天文学思想应该是受到了乡贤江永的影响。但江永是比较坚信

耶稣会传教士传来的托勒密与第谷的天文学思想的，戴震却明确表达了中国古算学“句股法”优于西洋

传来的三角法的意思。这表明，康熙“历原出中国”的说法通过宣城布衣梅文鼎的传播，影响至广，至少

是影响到了徽、宣地区自学青年戴震的思想。戴震晚年进入四库馆之后，为中国古代的算术、天文、地理

类著作撰写“提要”，其中《周髀算经提要》就明确地表达了“西学中源”说。首先，他认为该经“本文之广

大精微者，皆足以存古法之意，开西法之源”［12］（P632）；其次，他又说：

明万历中，欧罗巴人入中国，始别立新法，号为精密。然其言地圆，即《周髀》所谓地法覆

槃，滂沱四隤而下也。［12］（P633）

再次，他举例说道，李之藻采用西法所制定的新历书，实际上在《周髀》一书里也类似的表述，只是后

来测量多了，历法才更加精密：

又李之藻以西法制《浑盖通宪》，展昼短规使大于赤道规，一同《周髀》之展（半）［外］衡使

大于中衡。其新法（算）［历］书述第谷以前西法，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每四岁之小余成

一日，亦即《周髀》所谓三百六十五日者三，三百六十六日者一也。西法多出于《周髀》，此皆显

证，特后来测验增修，愈推愈密耳。《明史历志》谓尧时宅西居昧谷，畴人子弟散入遐方，因而传

为西学者，固有由矣。［12］（P633）

与戴震同时代的史学家钱大昕，在天文历法方法上有精深的研究，曾经给戴震写信，批评江永沿用

第谷的本轮、均轮说的观点，认为江永是为“西人所用”，而不及宣城梅文鼎“能用西学”。但在有关“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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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源”的问题，仍然采用了与戴震一致的观点：

凡方直横斜之形，皆可以句股御之。西法易其名曰三角，算三角者，必依乎八线；八线者，

大小句股之例也。以有定之句股，御无定之三角，三角相求，特句股中之一术，而说者谓句股

不能御三角，岂其然乎？［13］（P269）

在《赠谈阶平序》中，钱大昕一方面说：“祖冲之《缀术》，中土失其传，而契丹得之。大石林牙之西，其

法流转天方，欧罗巴最后得之，因以其术夸中土而踞乎其上”［13］（P352）；另一方面又分析了中国在后来为

什么于缀术方面落后的原因：“中法之绌于欧罗巴也，由于儒者之不知数也。”［13］（P352）而且从历史发展

的角度看，认为中国也可以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候可与之水平相同：“七曜盈缩损益之率，古法与欧罗巴原

不相远也。其为彼之所创者，不过数端，而其说亦已屡易，吾乌知他日不又有一说以易之乎！”［13］（P353）

康熙皇帝的“历原出中国”说，经过乾嘉时期一些著名学者的广泛传播，到了后期的代表性人物阮元

那里，已经变成了一种不言而喻的真理，而且有所发展，认为西学的很多东西是从中国古代窃取的。这

就十分过分了。

在蒋友仁《地球图说》一书的序文中，阮元说道：“西洋人言天地之理最精，其实莫非三代以来古法所

旧有。后之学者喜其新而宗之，疑其奇而辟之，皆非也。”［14］（P1792）然后引出《大戴记·曾子·天员》篇、

《周髀算经》中的相关论述，以证明“地圆之说”出之中国古经。阮元在此序文的最后部分，颇有玩味地

说道：

此所译《地球图说》，侈言外国风土，或不可据。至其言天地七政恒星之行度，则皆沿习古

法，所谓畴人子弟散在四夷者也。……是说也，乃周公、商高、孔子、曾子之旧说也，学者不必

喜其则宗之，亦不必疑其奇而辟之可也。［14］（P1794）

在《自鸣钟说》一文中，阮元亦申述此意，说道：“自鸣钟来自西洋，其制出于古之刻漏。”［14］（P2020）所

谓“其制”即是讲自鸣钟的原理。当然，阮元也没有忽视自鸣钟自身的特点，说道：“西洋之制器也，其精

者曰重学。重学者，重轻为学术，凡奇器皆出乎此。而其作重学以为用者，曰轮，曰螺。……综其理，皆

由重以减轻，故曰重学也。此制乃古刻漏之遗，非西洋所能创也。”［14］（P2020）

在《畴人传·凡例》中，阮元提出了一种比较过分的说法：

西法实窃取于中国，前人论之已详。地圆之说，本乎曾子。九重之论，见于《楚辞》。凡彼

所谓至精极妙者，皆如借根方之本为东来法，特譒译算书时不肯质言之耳。［15］（P4）

这种借古而自大的文化、文明交流观，实际上普遍地影响了当时中国士人虚心向西方学习的态度。

乾隆皇帝之所以自大、傲慢地对待英国马戛尔尼外交使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与康熙以来逐步形成的

“西学中源”说观念所培养出的骄傲自满心态，应该有着一种密切的精神性联系。

三、明清之际中国社会对欧洲文明拒斥与接受的历史经验及当代启迪

通过上述比较概略性地考察第一阶段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拒斥与接受的历史细节，我们发现，当时

中国知识界的有识之士以及官方开明的官员，对耶稣会传教士带来的数学知识、更加准确的天文学知识

是完全接受的，也承认西方在技、器方面因精益求精的努力而取得的成就。而一些偏激人士拒斥的是耶

稣会传教士宣扬的基督教教义、基督教体系里人类历史观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等观念。因此，我们就不

能简单地说，当时的士人、晚明政府、清政府对耶稣会传教士是全面的排斥。

笔者的看法是：从此一时期先进士人的态度来看，耶稣会传教士带来的数学、天文历法方面具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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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性的知识——权且称之为“硬知识”，一般会被具有理性认识能力的人接受，而一些关于宗教、宗教

的历史观以及人伦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具有极强传统惯性的人文知识——权且称之为“软知识”，常常是

容易引起直接矛盾和冲突的内容，则容易遭到直接的抵制。《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天文算法类”在介绍

利玛窦所撰《乾坤体义》一书时，对其中的“硬知识”内容，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至以日月地影三者定薄蚀，以七曜地体为比例倍，日月星出入映蒙，则皆前人所未发。其

多方罕譬，亦复委曲详明。下卷皆言算术，以边线、面积、平圆、椭圆互相容较，亦足以补古方

田少广之所未及。虽篇帙无多，而其言皆验诸实测，其法皆具得变通，可谓词简而义赅者，是

以《御制数理精蕴》多采其说而用之。［16］（P894）

对另一本由阳玛诺撰写的《天问略》一书中包含的天文、历法知识亦予以了肯定，但对阳玛诺在该书

序文中阐发的天主教的宇宙观以及由此宇宙观所包含的天人秩序观，则明确地予以否定，故在收录此书

时干脆将阳玛诺的序文删除了。对此，四库馆臣亦予以明确的说明：

（该书）前有阳玛诺自序，舍其本术而盛称天主之功，且举所谓第十二重不动之天为诸圣

之所居之天堂之所，在信奉天主者乃得升之，以歆动下愚，尽欲借推测之有验以证天主堂之不

诬，用意极为诡谲。然其考验天象则实，较古法为善。今置其荒诞售欺之说，而但取其精密有

据之术，削去原序，以免荧听。其书中间涉妄谬者，刊除则文义或不相续，姑存其旧而辟其邪

说如右焉。①［16］（P895）

其次，在文明交流互鉴的过程中，如果遇到一个自有其较高文明秩序的“他者”，这个“他者”会有自

己明确的选择，往往不会全盘接受另外一个文明的关于人间的秩序观。中华文明在面对耶稣会传教士

带来的广义“西学”时，接受的是其中“硬知识”的内容，拒斥的是其中“软知识”的内容。不仅如此，即使

在接受这些“硬知识”的同时，也不忘以此激发自己民族传统中相类似的知识的记忆。作为帝王的康熙

认定“历学原出中国”，包含着“西学中源”的观念原型。而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内心的考量更多的可能是

一种政治自信。但在学人的理解当中，我们也不妨说，经过学人解读的“西学中源”说可能更多的是包含

着一种文化的自信。这一点我们或许可以通过黄钟骏（光绪年间澧州人）《畴人传四编》的序文，读出其

中的新意。黄氏高度肯定阮元编《畴人传》的功绩是“俾推步者不至数典忘祖，论者称为算学功臣”［17］

（P807）。这似乎表明，在文明交流互鉴的过程中，外来文化的刺激，应当激发民族文化的自尊心，即今我

们所说的文化自信。由此，我们再来回顾徐光启当初说的“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以及方以智说的“坐集

千古之智，折中其间”的文化融通与创新的理想，对当前中华文明如何学习外来的文化，如何以正确的方

式向外传播中华文明，均要认真借鉴其中包含的文明交流互鉴的基本规律：其一，“硬知识”比较容易接

受；其二，“软知识”暂且不必强行推广；其三，尊重“文明”他者的主体性。笔者认为，这三点大约可以看

作近代中国社会在接受欧洲文明时留给我们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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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jection and Acceptance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By 
China Society of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Wu Genyou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16-18th century, the Jesuits came to China with some scientific knowledge from the 

West, which was strongly opposed and rejected by some of the Confucian scholars and scholar-bureaucrats in 

China, and welcomed by others who were trying to accept , integrate and then transcend Western culture. 

Those who rejected Western civilization started eith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deology and political security, 

represented by Xu Changzhi, editor of Po Xie Ji (Collection of Eliminating Evi), and the various characters 

included in the book such as Yang Guangxian in early Qing dynasty, or from the astronomical and geographi‐

cal knowledge in Confucian classics, represented by great Confucians such as Wang Fuzhi, to refute the 

knowledge Matteo Ricci brought to China such as Spherical Earth and the distances between the Earth and 

the Sun and other planets. Pluralistic positions lay among those who accepted the western civilization, includ‐

ing Xu Guangqi's theory of ''surpassing the West based on cultural integration", Fang Yizhi's theory of ''eclec‐

ticism by assembling the wisdom through the ages", and theory of ''Western learning rooted in China" repre‐

sented by Emperor Kangxi. Although the theory of "Western learning rooted in China" is unconducive to Chi‐

nese people's modest learning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from the West, it still contains some reasonable con‐

cepts of civilization exchange and mutual learning, that is, how to maintain the subjectivity of national culture 

when learning from foreign civilizations. 

Key words exchange and mutual learning between civilizations; Jesuits; theory of ''Western learning 

rooted in China''; Confucian class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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